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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体制如何影响福利态度?
———全球视野下的福利体制效应及传导作用分析

沈冰清 林闽钢*

【摘  要】社会福利态度是社会政策的 “晴雨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社会政策改革浪潮席

卷全世界。本文以此为背景聚焦福利体制如何影响福利态度问题,基于2005—2009年和2017—

2020年两期综合价值观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多层广义结构方程模型,试图揭示典型福利体制的效应

及传导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在控制一系列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后,不同福利体制造成民众福利

态度的差异性;第二,性别平等观在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影响过程中起遮掩甚至替代作用;第

三,福利体制的强化效应在不同阶层群体间存在异质性,在贫富差距小的国家和地区更加明显;第

四,我国民众的福利态度与东亚福利体制国家和地区民众的福利态度具有相似性。
【关 键 词】福利态度;福利体制;性别平等观;遮掩效应

一、 研究缘起

社会福利态度 (welfareattitudes)作 为 社

会政策的 “晴雨表”,它是指民众对以政府为主

的福利供给行为及政策所形成的看法、观点和

信念。福利态度具有多样性、群体差异性等特

征,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福利态度会存在较

大差异,寻找不同福利态度差异性的内在规律

成为学界的热点[1-3],其中福利态度与福利体

制 (welfareregimes)的 对 应 性 成 为 其 探 讨 的

重点。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人口老龄化背

景下,面对经济衰退和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变化,
社会政策改革浪潮从欧洲福利国家开始席卷至

世界范围[4],来自政府、市场、家庭及个人的

多元福利供给结构被重塑,对福利态度造成了

较大的影响。针对这一变化,已有学者对西方

福利态度和福利体制的对应性展开了初步探

索[5-9],研究成果多以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
鲜有对包含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福利态

度进行比较,且缺乏福利体制与福利态度之间

的传导作用分析①。
本文围绕世界范围内典型福利体制如何影

响 福 利 态 度 这 个 问 题,利 用2005—2009年、

2017—2020年两期综合价值观调查 (Integrated
ValuesSurveys,IVS)数据,该数据库包含更

多的国家和地区,有利于全面分析包含东亚福

利体制在内的福利体制与福利态度之间的价值

规范效应,关注不同福利体制下福利态度差异

的形成过程,并探寻福利体制影响福利态度的

传导作用。

*

①

沈冰清: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DG1906024@smail.nju.edu.cn。林闽钢 (通讯作者):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教授、南京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mglin@nju.edu.cn。
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现有的数据库调查范围局限于某一区域,如欧洲晴雨表 (Eurobarometer)、欧洲社会调查 (European

SocialSurvey,ESS)及欧洲价值观研究 (EuropeanValueStudy,EVS)等以欧洲国家为主,亚洲风向球调查 (AsianBarometer
Survey,ABS)以亚洲国家为主,虽然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InternationalSocialSurveyProgram,ISSP)包含多个国家,但由于每期

调查主题不同,难以涵盖不同福利体制所包含的国家和地区;二是福利态度涉及个体主观态度,其与福利体制间的机制分析需要

建立价值规范路径,在方法上也亟待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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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

福利态度研究始于西方国家所开展的选举调

查,从初期寻找各国民众个体的内部差异及原因

到开展跨国比较、进行跨学科研究,使得福利态

度研究逐渐丰富。福利态度始终伴随着福利国家

的 形 成 和 发 展,成 为 福 利 国 家 合 法 性 的 关

键词[10]。
在解释福利态度的形成和变化问题上,初期

由于数据限制,研究多依据福利政策的受众群体

寻找其共性和差别,常常是针对某一国家民众的

福利态度,其中个体自利、价值观念等微观因素

的影响最为突出。在自利假设下,福利态度存在

禀赋效应,即受助者相较于其他人对政府提供的

福利项目评价更高、支持程度更高,老年人、儿

童、失业者、病患者、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会更

倾向于强化政府责任来满足他们的福利需求[11]。
这意味着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就业状态、健康

状况、社会阶层等特征都会影响其再分配偏好和

对政府责任的支持程度[12-13]。个体的价值立场

同样是预测福利态度的重要因素:经济个人主

义、社会公平意识、政党派别、性别角色观、宗

教信仰、慈善观念等价值观都具有一定的稳定

性[14],会对个体寄予政府的期望产生潜移默化

的影响,且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福利态度的国别研

究转向跨国比较,一方面跨国数据愈加丰富为跨

国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国家和地区

民众的福利态度有相似的特征往往需要基于宏观

层面的解释路径,其中福利体制和文化因素最具

代表性[15-17]。20世纪90年代,艾斯平 安德森

依据去商品化和分层化两个指标,开创性地将福

利国家分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三种福利体制类型[18],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出

现了转折性变化[19],学者都在福利体制比较研

究成果上寻找福利态度的变化规律,探讨福利态

度与福利体制类型的对应性。不同于西方福利

国家的发展历程,东亚福利体制国家和地区强

调家庭责任,福利支出水平低,具有生产主义

倾向,社会政策服务于经济政策[20]。这些特征

使得其民众的保障性诉求相较于欧美国家明显

偏低,普遍更重视生产性福利,这也符合东亚

福利体制 “弱保障性”的福利供应特点[21]。受

数据限制,东亚福利体制的福利态度研究局限

于内部比较[22-23],无法与西方其他福利体制国

家对话,因此难以解释东亚福利体制与其他福

利体制下民众福利态度的差异。而文化因素始

终难以捕捉,其植根于历史经验和社会规范当

中,既可以透过个体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

表现出来,也可融入政策设计中传递到民众,
且与体制相互作用的关系增加了影响福利态度

的复杂性[24]。
进入21世纪以来,为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

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国推出一系列改

善民生的社会政策,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给予福

利支持的价值观逐渐形成,社会问题的个人责

任论开始向社会责任论的方向转变[25],因此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我国的福利态度,有利于

不断调整社会政策体系,提升人民美好生活的

共同福祉。
(二)福利态度与福利体制对应性解释

在探究福利态度与福利体制的对应性上,更

为直接、流行的方式是不再单独分析跨国差异,
而是基于艾斯平 安德森对福利国家进行的三种

福利体制划分,将代表相同体制类型的国家集中

到福利体制的虚拟变量中,纳入实证分析[26]。
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影响会通过利己主义、阶

级利益和平等价值观的差异形成三种机制解释:
个人自利机制、阶级联盟机制和价值规范机制。
三种解释分别来源于理性选择论、权力资源论和

社会化争论[27]。理性选择论强调以个人短期利

益为核心的政策反馈,此时个体对政府再分配政

策的偏好取决于当期的福利状况。自利机制下受

助者从中获益便会倾向支持政府提供更多社会保

护以维持当期的生活水平,支持者的规模程度形

成了福利体制间的态度差异[28-29]。个人自利机

制无法解释为何有时在不同体制下优势群体会同

样支持再分配政策[19]。权力资源理论关注工人

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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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发挥的互动效应。大量实证研究表明,
这种阶级效应并不明显,不同福利体制下的阶级

差异甚至非常相似[6,11],因此需进一步挖掘体制

背后的文化特征。事实上,福利体制不仅包括正

式的社会政策安排,还包括团结和社会正义信念

的集体模式。这些团结和社会正义原则植根于历

史和文化之中,不断塑造着公共话语和个人价值

观[30-31]。因此,价值规范机制认为,不同福利

体制包含了特定社会中个人试图实现的需要、价

值和平等规范,并形成相应的福利态度[32]。以

往的研究更注重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收入

差距认知等价值规范对福利态度的直接影响[33],
忽视了宏观体制是如何通过价值规范传导到微观

态度的,且缺少性别视角。作为个人对性别角

色、性别关系的基本理解和认识,性别平等观是

平等观的重要内容,属于一个社会共享的描述性

规范,来源于复杂的历史、地缘政治和社会文

化。性别平等观不仅反映男女在社会权利和地位

上的平等状态,也给不同福利体制带来性别平等

效益[34],因而能够在宏观的福利体制与微观的

福利态度之间形成连接桥梁。此外,民众对工作

和家庭生活中两性角色的态度符合其国家福利体

制的政治目标,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期间,个体对

性别角色的态度从传统的观点转向更平等的

观点[35]。
通过分析已有的研究,针对福利态度与福利

体制的对应性问题,考虑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
本文在西方三种福利体制的基础上增加东亚福利

体制和其他福利体制的类型 (见图1),并做出

以下假设:

假说1:不同福利体制下,民众的福利

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形成福利态度差异的机制中,不同历史条件

和文化背景所形成的福利体制对个体的福利态度

的影响不尽相同,个人自利机制和阶级联盟机制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福利态度与福利体制之间

的关系,而价值规范机制揭示了内在的意识形

态,并带来价值规范效应。结合性别视角的观

点,当宏观的福利体制影响个体的福利态度时,
其传导作用可能来源于对性别平等问题的看法和

价值理念。由此得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说2:福利体制通过性别平等观影响

福利态度,性别平等观起到中介传导作用。

图1 福利态度与福利体制对应性问题的逻辑假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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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体制对个体福利态度的影响是否在不同

群体间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是否会随时间趋势改

变? 已有文献证明,微观的个体特征、宏观地区

特征都可能对福利态度产生影响。据此,在考察

福利态度与福利体制的关系时有必要考虑这些因

素,以识别福利体制影响的边界范围。微观层次

关注个体收入阶层的调节作用,宏观层次则关注

国家的贫富差距水平,同时观察时间效应。

1.微观层次因素:收入阶层

既有研究发现[36],即使受到个体自利动机

以及公平认知的双重影响,高收入阶层群体的再

分配偏好也显著低于低收入阶层,这种阶层差异

的原因在于高收入阶层普遍对福利国家缺乏认同

度,他们并不依赖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且将贫

富差距归因于能力、努力、志向或抱负等个体内

因,而低收入阶层会因规避陷入贫困境地选择支

持政府提供普惠性福利,因此民众的福利态度会

随收入阶层提高而下降,低收入阶层会对不同福

利体制间的福利差异更加敏感。

假说3: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在

低收入阶层群体中更加明显。

2.宏观层次因素:基尼系数

不同福利体制下国家的再分配水平不同,越

是不平等,民众越支持收入再分配均等化、政府

应当承担更多责任。贫富差距较小的国家往往在

整体上提供了较好的社会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福利体制差异对民众福利态度的敏感性。因

此,在基尼系数小的国家和地区,福利体制的差

异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反而较大。

假说4: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在

贫富差距小的国家和地区更加明显。

相较于发达国家,本文关注我国民众的福利

态度呈现怎样的特征? 是否与东亚福利体制国家

和地区民众的福利态度具有相似性? 由于实施一

国两制的政治制度,港澳台地区与大陆的社会保

障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难以形成统一的福利

体制。基于已有验证,中国台湾地区与日本、韩

国的福利体制相似,而中国香港地区则常与新加

坡归为一类[37]。在内部结构上,中国、日本、
韩国三国民众的福利态度具有很高的相似性[38],
与东亚福利体制的 “弱保障性”福利供应特点相

吻合[22]。因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假说5:我国民众的福利态度与东亚福

利体制国家和地区民众的福利态度具有相

似性。

三、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综合价值观调查。综合价值

观调查数据集由欧洲价值观研究 (EVS)和世界

价值观调查 (WorldValuesSurvey,WVS)合

并构建[39-40],分别由德国科隆莱布尼茨社会科

学研究院 (GESIS-TheLeibnizInstituteforthe
SocialSciences)和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 (World
ValuesSurvey Association,WVSA)独 立 发

布①,合并后覆盖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时间

跨度40年 (1981—2021年),涉及个人、人际、
家庭、社会、自然环境、国家政治及全球化等多

领域问题,调查内容提供了较为稳定且多轮重复

测量的价值观指标体系,能够为本文分析不同福

利体制下的福利态度提供数据支持。
本文涉及不同国家的福利态度比较问题,考

虑合并数据集时间跨度和国家与地区多样性,删

除主要变量缺失值,最终保留2008年第四波、

2017年第五波的EVS数据以及2005—2009年第

五波、2017—2020年第七波的 WVS数据样本

64100个,包含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德

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中国、中国香港地

区、中国台湾地区、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

① 欧洲价值观研究围绕欧洲居民如何看待家庭、工作、宗教、政治和社会等问题,每九年开展一次调查,截至目前共进行了

五波调查 (分别于1981年、1990年、1999年、2008年、2017年执行),旨在深入了解全欧洲居民的偏好、信仰、态度和价值观;
世界价值观调查内容有重合,抽样范围拓展到全世界,每五年开展一次,每次历时3~5年,截至目前共进行了七轮调查 (分别

于1981—1984年、1990—1994年、1995—1998年、1999—2004年、2005—2009年、2010—2014年、2017—2020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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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斯洛伐克共和国21个国家和地区,合并为

2005—2009年、2017—2020年两 期 截 面 数 据,
跨度9~15年,其中第一期包含样本31877个,
第二期包含样本32223个。

(二)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1.变量设置

(1)因变量:个体的福利态度。世界价值观

调查问卷中有 “收入分配应当更加均等还是应当

给予个人努力更大奖励”和 “人们应该承担更多

责任保障自己还是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保障每

个人的生活”两个问题,均涉及被调查者对再分

配或收入不平等的态度和政府责任的态度,前者

使用反编码代表分值越高,越支持收入分配应当

更加均等的观点,后者使用原编码代表分值越

高,越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保障每个人的

生活。两个问题的平均值即为个体的福利态度,
回答 “不知道”的受访者被视为缺失。

(2)自变量:福利体制。根据艾斯平 安德

森关于福利国家理想型划分[18],加之学者对其

划分的争论,本文在三种福利体制的划分基础上

拓展形成五种福利体制的类别变量:1代表社会

民主主义福利体制、2代表保守主义福利体制、

3代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4代表东亚福利体制、

5代表中欧国家的其他福利体制。其中,社会民

主主义福利体制包含挪威、瑞典、芬兰和丹麦四

个代表国家,共12629个样本;保守主义福利

体制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等国

家,共16255个样本;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包括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①,共

10944个样本;东亚福利体制包括日本、韩国和

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等国家

和地区,共13555个样本;其他福利体制则将

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等

中欧国家囊括在内,共10717个样本。
(3)调节变量。微观调节变量为个体的家

庭收入阶层,也为主观收入水平。被调查者对

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自评,使用原编码1代表国

家和地区最低收入阶层,10代表最高收入阶

层,其中家庭收入包括家庭成员所有工资、薪

金、退休金和其他收入。宏观调节变量为该国

家和地区当期的基尼系数,按税前总收入计算,
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 (WorldDevelopmentIndi-
cators,WDI) 或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
opment,OECD)数据库。

(4)中介变量:性别平等观。本文使用世界

价值观调查中能够反映性别观念平等程度的调查

题目。调查问卷中与性别观念相关且无理解歧义

的题项共有五个,涉及家庭和公共两个领域,反

映人们对家庭关系、政治、教育权利、价值实现

和就业机会等方面的性别平等认同度。家庭领域

的是关于对 “家庭中若妻子比丈夫赚钱多,将会

出现问题”这一观点的认同程度,公共领域包括

对 “政治 (总体来看,男性比女性更适合做政治

领袖)”“教育权利 (与女孩相比,大学教育对

男孩更重要)” “职业发展 (总体来说,男人比

女人能成为更好的经理人)” “就业机会 (当就

业机会很少时,男人 应 该 比 女 人 更 有 权 利 工

作)”四个观点的认同度。其中,家庭和就业机

会两个问题的选项运用了李克特3级评价,即分

别用1、2、3来表示 “同意”“中立”“不同意”,
而政治、教育和职业发展这三个问题的选项运用

了李克特4级评价,分别用1、2、3、4来表示

“非常同意”“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为了统一评价标准,本文具体处理数据时删除所

有题项回答 “不知道”选项的样本,并将李克特

3级评价统一转换为4级,平等程度选项为反向

设置,即越不同意该观点意味着被调查者的性别

平等观念越强。由于家庭关系问题选项响应值较

少,为保证数据量的最大有效性,本文将公共领

域的四个问题作因子得分,信度检验Cronbach􀆳s
α系数为0.792,内部一致性较高,抽样适合性

检 验 的 KMO 统 计 量 (Kaiser-Meyer-Olkin,

KMO)为0.784,Bartlett􀆳s球形检验近似卡方

值为68754 (P<0.001),检验结果适合因子分

析。经方差最大旋转 后 公 因 子 累 计 贡 献 率 为

① 未选择加拿大作为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代表是由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七期数据调查时间为2020年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之

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时点相差较远,同时新冠疫情会对个体的福利态度有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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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6%,并最终得到性别平等观这一变量。
(5)控制变量。基于已有研究所识别出的可

能影响福利态度的因素[41],我们选择了一系列控制

变量,并将其纳入模型,以排除它们的干扰效应。
微观控制变量有: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

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就业状态、自评健康水平和

生活满意度。宏观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 (人均GDP)和失业率,数据均来自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MF)提供

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WorldEconomicOutlook,

WEO),其中人均GDP是按购买力平价 (Purchase
PowerParity,PPP)衡量的,并以2017年不变价

国际元计①。

2.描述性统计

通过比较21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居民的福利

态度,我们可以发现在2005—2009年,所有国

家和地区的居民普遍支持再分配均等化,并认为

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保障居民生活 (见图2,
选取样本民众的平均福利态度高于5),支持程度最

高的是东亚福利体制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这源自于

其家庭化特征明显、人们普遍认同政府责任的重要

性,而传统的三种福利体制中,保守主义福利体制

的民众具有最为强烈的再分配偏好和政府责任态

度,其次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国家,自由主义

福利体制国家的民众福利态度最消极,此时各福利

体制间的福利态度差异较为明显。

图2 2005—2009年不同福利体制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福利态度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IVS综合价值观调查2005—2009年数据计算得到。

而在十年后 (见下页图3),除自由主义福

利体制国家,其余福利体制国家和地区民众的福

利态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社会民主主

义体制国家,其民众的福利态度下降到5以下,
变为了持有最消极福利态度的那一类体制。不难

猜测到,随着福利国家改革进程的加快,民众对

福利国家合法性的支持有了显著变化,不同福利

体制间的福利态度差异逐渐缩小,更接近中立立

场。因此,有必要对福利态度与福利体制之间的

关系进行重新审视。
其他影响福利态度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下页

表1。本文重点关注的性别平等观在整体上有所

提升,各体制间差异明显,其中社会民主主义体

制国家的民众性别平等观念意识最为强烈,其次

① 变量具体设置因文章篇幅限制不予展示,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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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和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二者

差距不大,再次为其他福利体制的中欧国家,而

持有最不平等性别观念的属于东亚福利体制国家

和地区。正是由于性别平等观显现出体制间的特

征差异,因此可以为分析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

影响提供媒介。

图3 2017—2020年不同福利体制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福利态度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IVS综合价值观调查2017—2020年数据计算得到。

表1 自变量描述性统计

期

变量名

WVS/EVS合并数据
(2005—2009年)

WVS/EVS合并数据
(2017—2020年)

总样本

样本量 平均值 样本量 平均值 样本量 平均值

微观变量

性别 31877 0.482 32223 0.470 64100 0.476

年龄 31877 47.450 32223 49.933 64100 48.698

婚姻状态

已婚 17941 0.563 18116 0.562 36057 0.562

未婚 8633 0.271 8726 0.271 17359 0.271

其他(离异或丧偶) 5303 0.166 5381 0.167 10684 0.167

受教育水平

低等水平 6965 0.218 6557 0.204 13522 0.211

中等水平 15990 0.502 13053 0.405 29043 0.453

高等水平 8922 0.280 12613 0.391 21535 0.336

就业状态

有工作 18747 0.588 19538 0.606 38285 0.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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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期

变量名

WVS/EVS合并数据
(2005—2009年)

WVS/EVS合并数据
(2017—2020年)

总样本

样本量 平均值 样本量 平均值 样本量 平均值

退休 7314 0.229 7849 0.244 15163 0.237

家庭主妇 2326 0.073 2065 0.064 4391 0.068

学生 1555 0.049 1329 0.041 2884 0.045

失业 1935 0.061 1442 0.045 3377 0.053

自评健康

非常差/较差 2224 0.070 2234 0.069 4458 0.070

一般 7408 0.232 8236 0.256 15644 0.244

非常好/较好 22245 0.698 21753 0.675 43998 0.686

生活满意度 31877 7.191 32223 7.459 64100 7.326

家庭收入阶层 31877 4.903 32223 5.149 64100 5.027

性别平等观 14606 3.087 30801 3.219 45407 3.176

宏观变量

基尼系数(%) 31877 32.272 32223 36.577 64100 34.436

人均GDP 31877 39848 32223 45824 64100 42852

失业率(%) 31877 6.865 32223 5.313 64100 6.085
注:丹麦、新西兰、中国香港地区、捷克共和国及斯洛伐克共和国等地方未参加 WVS第五期或EVS第四期的相关模块调查,

故缺少性别平等观变量数据,仅保留涉及此模块调查的样本,且性别平等观变量报告的是四个特征维度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根据IVS综合价值观调查2005—2009年、2017—2020年两期数据计算得到。

(三)估计模型

在最近探讨福利体制与福利态度之间关系的

研究中,研究者常用多层线性模型 (Multilevel
LinearModel,MLM)进行多层效应分析,来

比较不同国家层级福利态度的差异[14,42-43]。多

层线 性 模 型 将 所 有 变 量 都 设 定 为 显 变 量

(manifestvariable)且假设所有变量都没有测量

误差,在区分多层中介的组间和组内效应时,难

免会造成参数估计的偏差[44]。近年来,结构方

程模型 (StructuralEquationModel,SEM)方

法兴起,该方法不仅可以同时处理显变量和潜变

量 (latentvariable),还允许变量存在测量误差,
弥补了使用显变量的不足,特别是在2 1 1的

多层中介模型中,多层结构方程模型在估计偏差

和区间覆盖率两个指标上比多层线性模型表现更

优。此外,多层结构方程模型能较好地解决非线

性模型中所存在的回归系数可比性问题,从而进

行非线性模型的效应分解。事实上,对于类别变

量、多层结构且为纵向数据的中介效应估计,多

层结构方程模型会更方便和灵活[45]。
本文因变量为个体层面的有序分类变量,自

变量为国家层面的类别变量,同时需要验证福利

体制是否会通过个体层面的潜变量性别平等观对

福利态度起到强化作用,为此我们采用多层广义

结构方程模型 (GeneralizedStructuralEquation
Model,GSEM)来验证福利体制、性别平等观

及福利态度之间的关系问题 (见下页图4)。我

们首先建立2 1 1的多层广义结构方程模型,
引入潜变量控制抽样误差,将位于层一的中介变

量性别平等观GEij分解为两个潜变量UGEj (组
间差异)和RGEij (组内差异)以及常数值μGEij,
故中介变量可表示为:

GEij=μGEij+UGEj+RGEij (1)

同理,因变量福利态度也可表示为:

WAij=μWA+UWAj+RWAij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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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的组内效应可表示为:

RWAij=β1RGEij+εij (3)

中介效应的组间效应可表示为:

UWAj=α·Regimej+

β2UGEj+δj (4)

将以上公式合并,可得:

WAij=μWA+β1RGEij+α·Regimej+

β2UGEj+εij+δj (5)

其 中,GEij 为 中 介 变 量 性 别 平 等 观、

Regimej 为自变量福利体制,WAij为因变量福

利态度,式 (3)和式 (5)中,β1 表示中介变

量GEij的组内效应真值,式 (4)和式 (5)中,

β2 表示中介变量GEij的组间效应真值,a 表示

自变量对组间效应的路径系数,εij与δj 为模型

的残差。根据式 (5),我们可以进一步分解出性

别平等观对个体福利态度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的相对大小①。

图4 福利体制、性别平等观与福利态度的多层广义结构方程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 数据结果分析

(一)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直接效应

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估计效应见下页表

2。模型1是基准模型,仅关注传统的经典微观

变量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并控制国家和地区间的

差异。结果显示:微观因素中,性别、年龄、婚

姻状态、受教育水平、就业状态、自评健康、生

活满意度以及家庭收入阶层等特征都会对个体的

福利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女性、受教育水平较

低、已退休或失业的、身体健康较差、对生活不

满意、收入阶层处于底层的人会更加支持收入分

配平等化且政府承担责任。这些也能说明个体自

利假设是成立的。在婚姻和年龄等微观因素的差

异上,相对于已婚群体,未婚群体对收入分配均

等化和政府责任的支持程度更高,离婚或丧偶的

反而不支持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护。年龄对于

居民福利态度的影响是呈现倒 “U”形的,年轻

人和老年人再分配偏好意愿并不强烈,而中年人

对福利政策的呼声较高。这与以往研究发现并不

完全一致[33,41],这说明个体的婚姻状态和年龄

对福利 态 度 存 在 异 质 性。宏 观 因 素 中,人 均

GDP越高的国家和地区,其民众对收入平等的

渴求越不明显,且并不希望政府承担过多责任。
基尼系数则对民众福利态度存在一定的饱和效

① 此模型隐含了控制国家或地区差异的条件,后文的数据结果分析均在此条件下估计组间部分及效应,不再单独说明。



福利体制如何影响福利态度? 105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3.6,96 115

应:越是贫富差距小的国家和地区,其民众要求

再分配的可能性越大。也就是说,在评估国家和

地区是否应该增加或减少再分配时,人们往往会

考虑现有的再分配水平,权衡福利体制的公平与

效率。以往研究也发现[46],这种饱和效应也有

可能是由支持再分配的态度决定,缺乏实证的稳

定性。
模型2则在控制上述传统经典变量的基础上

加入了关键自变量———福利体制。结果表明,相

较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国家,只有其他福利

体制的中欧国家与其在福利态度上没有差异,在

保守主义福利体制、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和东亚福

利体制的国家和地区,其民众对收入再分配均等

化和政府承担责任持有更高的支持度,其中保守

主义体制和东亚福利体制更为显著。增加福利体

制这一宏观变量后,只有人均GDP这一变量的

显著性产生了变化,是由于其对福利态度的影响

被福利体制所囊括。
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跨

水平交互项,结果也较为稳定,在同时考虑了诸

多宏观因素、微观因素的干扰后,福利体制对个

体福利态度的强化效应依然存在。具体来看,除

了其他福利体制,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与另外三种

福利体制的福利态度存在显著差异,东亚福利体

制和保守主义福利体制民众对收入再分配均等化

和政府责任支持程度最高,甚至自由主义福利体

制的福利态度都显著高于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的,

且在控制国家差异后,个体福利态度的微观差异

依然存在。这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不同[47],社会

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下政府承担了从 “摇篮到坟

墓”全生命周期的福利保障,与此同时带来的福

利依赖和高水平福利支出使得民众对政府的效率

和公平性产生怀疑,因此福利态度并不如其对平

等诉求那样的高度统一。而东亚福利体制国家和

地区的民众希望政府承担更多责任,以减轻家庭

和个人在福利保障中的负担。事实上,从代际分

化视角来看,为回应老龄化带来的冲击和福利诉

求,东亚国家和地区已经向保护性、包容性的

“后生产主义福利体制”转型[48],政府将承担更

多的 福 利 责 任。将 两 期 数 据 对 比 发 现①,在

2005—2009年福利国家改革初期,社会民主主

义体制与保守主义体制、东亚福利体制间的差异

明显,对民众的福利态度的影响显著;而在十年

后,随着福利国家改革进程的深入推进,各福利

体制间的差异对福利态度的强化效应有所减弱,
福利体制仍然是个体福利态度差异形成背后的

原因。
以上分析表明,福利体制的不同会显著影响

民众的福利态度,即福利态度存在明显的体制效

应。相较于社会民主主义体制而言,东亚福利体

制以及保守主义体制下民众的福利态度会更倾向

于支持再分配并由政府承担责任。这种差异在纳

入了文献中的主要宏观、微观因素后依然成立,
且随福利国家改革进程逐渐缩小。假说1成立。

表2 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直接效应回归统计结果

模型

 变量
(1)基准模型 (2) (3)

微观变量

性别(男1女0)
-0.238*** -0.238*** -0.237***

(0.016) (0.016) (0.016)

年龄
0.015*** 0.015*** 0.015***

(0.003) (0.003) (0.003)

年龄平方
-0.0002*** -0.0002*** -0.0002***

(3.14e05) (3.14e05) (3.14e05)

① 分期数据结果因论文篇幅限制不予展示,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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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变量
(1)基准模型 (2) (3)

婚姻状态(基准:已婚)

  未婚
0.068*** 0.068*** 0.067***

(0.023) (0.023) (0.023)

  离异或丧偶
-0.091*** -0.090*** -0.095***

(0.023) (0.023) (0.023)

受教育水平(基准:低等水平)

  中等水平
-0.184*** -0.184*** -0.186***

(0.022) (0.022) (0.022)

  高等水平
-0.158*** -0.159*** -0.161***

(0.025) (0.025) (0.025)

就业状态(基准:有工作)

  退休
0.083*** 0.084*** 0.077***

(0.029) (0.029) (0.029)

  家庭主妇
0.024 0.022 0.022

(0.034) (0.034) (0.034)

  学生
0.055 0.055 0.050

(0.043) (0.043) (0.043)

  失业
0.249*** 0.249*** 0.247***

(0.036) (0.036) (0.036)

自评健康(基准:非常差/较差)

  一般
-0.046 -0.046 -0.047

(0.034) (0.034) (0.034)

  非常好/较好
-0.121*** -0.122*** -0.123***

(0.034) (0.034) (0.034)

生活满意度
-0.096*** -0.096*** -0.096***

(0.004) (0.004) (0.004)

家庭收入阶层
-0.110*** -0.110*** -0.179***

(0.004) (0.004) (0.019)

宏观变量

福利体制(基准: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

  保守主义福利体制
0.630** 0.616**

(0.278) (0.275)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
0.521* 0.495*

(0.300) (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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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变量
(1)基准模型 (2) (3)

  东亚福利体制
0.655** 0.632**

(0.320) (0.317)

  其他福利体制
-0.036 -0.043

(0.304) (0.301)

基尼系数
-0.039*** -0.053*** -0.062***

(0.014) (0.015) (0.015)

人均GDP(取对数)
-0.427* -0.394 -0.394

(0.230) (0.242) (0.241)

失业率
-0.009 -0.006 -0.007

(0.008) (0.008) (0.008)

跨水平交互项

家庭收入阶层*基尼系数
0.002***

(0.001)

常数项
12.610*** 12.370*** 12.660***

(2.643) (2.779) (2.765)

样本量/第三水平方差 21/0.134 21/0.091 21/0.088
样本量/第二水平方差 42/0.106 42/0.104 42/0.105
样本量/第一水平方差 64100/3.743 64100/3.743 64100/3.742
AIC 266737.4 266736 266724.1
BIC 266936.9 266971.7 266968.9

注:(1)***p<0.01,**p<0.05,*p<0.1;(2)AIC、BIC分别代表赤池信息准则 (AkaikeInformationCriterion,
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 (BayesianInformationCriterion,BIC),两个信息准则参数值越小代表模型拟合越好;(3)括号内数字代
表标准误差。

资料来源:根据IVS综合价值观调查2005—2009年、2017—2020年两期数据计算得到。

(二)性别平等观的遮掩效应分析

个体在受福利体制宏观影响所形成对福利态

度的差异可能存在性别平等观的价值规范传导效

应。为了检验这一效应,本文使用多层广义结构

方程模型方法来分解福利体制的强化效应。由于

本文的关键自变量福利体制是类别变量,因此遵

循类别变量中介效应的分析步骤进行检验[49],

分为整体中介效应分析和相对中介效应分析。由

前文分析可知,不同类型福利体制下民众的福利

态度是有明显差异的,而在加入性别平等观变量

后影响依然存在,证明性别平等观的整体中介效

应存在,四个对照组的相对中介效应不全为0,
因此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相对中介分析,纳入性别

平等观变量后的分解效应见表3。

表3 纳入性别平等观变量的遮掩效应分解结果

效应分解
福利体制

相对直接效应 相对间接效应 相对总效应 占比效应

以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为参照组

保守主义福利体制 0.555*(0.234) -0.034(0.022) 0.521*(0.225)

95%置信区间 [0.097,1.013] [-0.077,0.009] [0.079,0.962]
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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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效应分解
福利体制

相对直接效应 相对间接效应 相对总效应 占比效应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 0.385(0.270) -0.073***(0.023) 0.311(0.262)

95%置信区间 [-0.144,0.913] [-0.118,-0.028] [-0.203,0.826]
19%

东亚福利体制 0.508(0.301) -0.171***(0.026) 0.337(0.295)

95%置信区间 [-0.083,1.099] [-0.222,-0.120] [-0.241,0.915]
33.58%

其他福利体制 0.043(0.253) -0.087***(0.023) -0.045(0.245)

95%置信区间 [-0.452,0.538] [-0.133,-0.042] [-0.524,0.435]
>1

资料来源:根据IVS综合价值观调查2005—2009年、2017—2020年两期数据计算得到。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效应分解检验性别平等

观的相对中介效应可以发现,以社会民主主义福

利体制国家和地区为参照组,保守主义福利体制

国家和地区民众的性别平等观在95%的置信水

平下,其相对间接效应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为

[-0.077,0.009],包含0,意味着性别平等观

在福利体制与福利态度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而相对直接效应和总效应显著,说明此类型福利

体制对福利态度的影响是完全直接的,并未通过

价值规范传导;而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下,性别平

等 观 的 Bootstrap 置 信 区 间 为 [-0.118,

-0.028],不包含0,相对间接效应显著①,即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相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

制,民众的性别平等观的程度每提升0.111个单

位,相应的福利态度会下降0.658,意味着此时

性别平等观遮掩了部分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影

响,遮掩了约19%。类似的,东亚福利体制下,
性别 平 等 观 的 相 对 中 介 效 应 置 信 区 间 为

[-0.222,-0.120],不包含0,相对间接效应

显著,此时性别平等观遮掩的效应占33.58%;
其他福利体制性别平等观的相对中介效应置信区

间为[-0.133,-0.042],也不包含0,相对间

接效应显著,遮掩效应甚至大于1,可见其他福

利体制下,民众的性别平等观在福利体制与福利

态度之间起到的遮掩作用更加明显。两期数据②

相对比,尽管西方国家经历了较为集中的社会政

策改革,福利体制之间的差异不再清晰,性别平

等观的遮掩效应依旧显著。实际上,当考察性别

平等观的调节效应时③,性别平等观削弱了福利

体制对福利态度的正向调节,民众性别观念越平

等,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影响越弱,意味着福

利体制和性别平等观两者在对福利态度影响上存

在明显的替代关系。
总体上,相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性

别平等观在福利体制与福利态度之间并未起到中

介传导作用,而是部分的遮掩效应,即在排除性

别平等观变量后,福利体制对民众的福利态度影

响会更加明显,对比加入性别平等观变量后模型

的相对总效应显著性也能体现这一点。另外,为

了验证性别平等观遮掩效应的稳定性,本文采用

KHB方法④进行稳健性检验,分解结果依旧显

示性别平等观起到的间接效应不完全显著,且间

接效应系数与总效应系数异号,为部分遮掩效

应。因此,假说2部分成立,福利体制确实通过

性别平等观对个体福利体制产生影响,但性别平

等观并没有中介传导作用,而是显著的遮掩效

应,且对各类型福利体制的遮掩程度不同。这说

明性别平等观体现出的只是价值规范的一部分,
无法反映完整的平等观念,虽与福利态度、福利

体制的形成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用何种方

①

②

③

④

根据Bootstrap检验中介效应方法,只要相对间接效应显著即存在相对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相对直接效应无关。
分期的遮掩效应分解结果因文章篇幅限制不予展示,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性别平等观的调节效应结果因文章篇幅限制不予展示,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中介效应估计中KHB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非线性模型中存在的回归系数可比性问题,从而进行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分

解,而由于此方法无法区分多层级变量,因此本文中只用以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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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都不能验证其在二者间起到价值规范机制作

用,与福利体制呈现遮掩或者替代的关系反映出

性别平等观等主观意识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具有复

杂性。
(三)福利体制的强化效应呈现不同群体和

地区间的程度差异

通过对微观、宏观调节变量的纳入,本文考

察了福利体制的强化效应是否在不同群体乃至地

区间存在程度上的差异。由于性别平等观被证明

与福利体制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因此在本部分

内容中不再纳入该变量,避免产生共线性问题。
在微观调节因素方面 (见表4),我们加入

福利体制与家庭收入阶层变量的交互项,结果显

示,交互项有两个类型的福利体制表现出显著

性: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与家庭收入阶层的交互项

显著为负,表明相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
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国家民众受到家庭收入阶层变

量的负向调节效应。在该类型体制下,家庭收入

阶层高的个体,其福利态度越为消极,越不支持

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个体的收入阶层每增

加1个单位,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边际效应会

下降0.602,下降幅度为4.57%;相反的,东亚

福利体制与家庭收入阶层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

明此类型体制下家庭阶层变量具有正向调节作

用,强化了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关系。此

时,家庭收入阶层高的个体,其支持收入再分配

均等化和政府承担责任的程度更高,个体的收入

阶层每提升1个单位,体制对福利态度的边际效

用会相应增加0.664,增长幅度为1.28%。与西

方国家不同,东亚福利体制下的高收入者会对平

等社会有更多的诉求:从风险角度来讲,高收入

者害怕社会动荡造成的收益损失,继而支持某种

程度的再分配;从东亚儒家传统文化的平等观念

角度来解释,这可能是源自高收入群体的利他主

义动机。可见,阶层差异影响人们的再分配偏

好,不是所有类型的福利体制都存在该效应,自

由主义和中欧国家的福利体制与社会民主主义之

间并无显著差异。因此,假说3不成立,福利体

制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在高、低收入阶层群体中并

无表现出一致性。

表4 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差异化影响

模型

 变量
微观变量:

家庭收入阶层
宏观变量:
基尼系数

调节变量
-0.105*** 0.215**

(0.007) (0.084)

福利体制(基准: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

 保守主义福利体制
0.621** -1.031

(0.274) (0.689)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
0.506* 0.138

(0.296) (0.707)

 东亚福利体制
0.640** -0.819

(0.316) (0.725)

 其他福利体制
-0.034 -3.588***

(0.300) (0.857)

福利体制(基准: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

 保守主义福利体制×
 调节变量

-0.019** -0.212**

(0.009) (0.087)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
 调节变量

-0.012 -0.576***

(0.010) (0.111)

 东亚福利体制×
 调节变量

0.024** -0.235***

(0.011) (0.091)

 其他福利体制×
 调节变量

-0.005 -0.617***

(0.010) (0.113)

常数项
11.800*** 9.935**

(2.770) (4.996)

对数似然值 -133333.3 -133312.1

样本量/第三水平方差 21/0.087 21/0.224

样本量/第二水平方差 42/0.105 42/0.550

样本量/第一水平方差 64100/3.742 64100/3.736

AIC 266726.6 266684.2

BIC 266998.6 266956.2
注:(1)***p<0.01,**p<0.05,*p<0.1;(2)

AIC、BIC分别代表赤池信息准则 (akaikeinformationcriterion,
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 (bayesianinformationcriterion,BIC),
两个信息准则参数值越小代表模型拟合越好。(3)为了结果解
释方便,已对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且因篇幅限制其他控
制变量结果均省略。

资料来 源:根 据IVS 综 合 价 值 观 调 查 2005—2009 年、
2017—2020年两期数据计算得到。

在宏观调节因素上,本文加入了福利体制与

基尼系数的交互项。结果表明,福利体制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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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在贫富差距不同的地区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福利体制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基

尼系数在福利体制与福利态度之间发挥了显著的

抑制作用,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和地区,其民众

福利态度受到福利体制差异的影响越小,可见无

论何种福利体制下,对于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现

状,人们都会倾向收入再分配均等化,认为政府

应当承担更多责任以保障居民生活。而贫富差距

小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往往已经通过一系列社会

保护措施降低了社会不平等,考虑个人的风险预

期,会对福利体制间的差异敏感性更高。因此,
假说4成立,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在贫富

差距小的国家和地区更加明显。
根据前文数据结果,若将宏观、微观的调

节因素相结合,会发现不同阶层对社会不平等

和再分配水平有不同的反应,导致群体之间的

态度分歧。家庭收入阶层与基尼系数之间的交

互项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个体的阶层地位和

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会相互影响。社会的不平等

程度越高,贫富之间的福利态度就越分化。这

是源于更高的不平等增加了收入再分配的风险,
为了达到同样的平等水平,往往需要更多的再

分配,从而增加了对高收入者的成本和对低收

入者的收益。
(四)我国福利态度的主要特征

由前文分析可知,福利体制的宏观环境对个

体的福利态度有一定的影响,但性别平等观的中

介传导作用并不显著,微观调节效应的收入阶层

对福利体制的强化效应只在东亚福利体制国家和

地区的福利态度上有所显现,而宏观调节效应的

贫富差距则显著抑制甚至替代了福利体制间的差

异。无论根据何种模型估计,东亚福利体制国家

和地区民众的福利态度均表现出与其他四种类型

体制的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东亚福利体制下的福

利态度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寻找我国福利态度的

主要特征。
通过聚类分析,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

地区民众的福利态度具有高度相似性,其中中国

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民众的福利态度具有相似

性,而中国香港地区与日本、韩国的相近,整体

上中国民众的福利态度表现出与东亚福利体制的

高度一致性,各国之间的影响因素也呈现相似的

显著性。当只保留东亚福利体制国家和地区的样

本时,福利态度在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个体

微观控制变量中不再有明显差异,而宏观变量中

经济水平、失业率都对个体的福利态度产生显著

影响,越贫穷、失业率越高的国家和地区,其民

众越支持收入再分配均等化、支持政府承担更多

责任。另外,当加入时间趋势因素发现,2017—

2020年民众的福利态度相较于2005—2009年下

降了0.141,说明在这段时间内东亚福利体制下

人们对社会平等和政府责任的诉求有所下降。对

比中国、日本、韩国的福利态度影响因素 (见下

页表5),可发现中国民众的福利态度随着年龄

增长而增加,具有明显的代际分化特征,存在一

定的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这与近期学者的研究

结果相一致,日、韩则相反且只有韩国年龄因素

显著;同样的,相比有工作的群体,退休的老年

人对政府承担更多责任的诉求更高,这在另外两

个国家并无表现出显著差异。宏观因素中,中国

基尼系数对福利态度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日

本、韩国则相反,这也造成家庭收入阶层与基尼

系数的交互项系数也与另外两国不同:在中国,
贫富差距削弱了阶层对福利态度的负向影响,越

是贫富差距大的地区,高收入群体反而更加支持

再分配和政府承担责任,而在韩国贫富差距强化

了收入阶层对福利态度的负向影响,贫富差距较

大的地区,高收入群体越不希望进行更多的再

分配。
当只保留中国样本时,中国大陆民众的福利

态度在总体上与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民

众的福利态度均值接近,对比福利态度的影响因

素,发现不同地区民众的福利态度影响因素虽有

所差异,却并不显著。因此,假说5成立,中国

确实与东亚福利体制类型的福利态度具有相似

性,拥有相似的儒家文化传统,均通过社会保险

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福利,强调国家承担主要责

任,个人、家庭与市场参与福利供给,福利态度

受性别、年龄、生活满意度以及收入阶层等微观

因素影响,同时也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失业

率的环境影响;中国样本中分地区民众的福利态

度差异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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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中国、日本、韩国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对比

国家

 变量
中国 日本 韩国

微观变量

性别(男1女0)
-0.102*** -0.275*** -0.252***

(0.039) (0.091) (0.084)

年龄
0.004** -0.003 -0.013***

(0.002) (0.003) (0.004)

婚姻状态(基准:已婚)

 未婚
0.006 -0.151 0.073

(0.054) (0.137) (0.119)

 离异或丧偶
-0.182*** -0.332** 0.134

(0.069) (0.146) (0.196)

受教育水平(基准:低等水平)

 中等水平
-0.083* -0.309* -0.046

(0.050) (0.180) (0.148)

 高等水平
-0.129** -0.308* -0.080

(0.058) (0.187) (0.163)

就业状态(基准:有工作)

 退休
0.144** -0.090 0.233

(0.066) (0.146) (0.224)

 家庭主妇
-0.004 -0.026 -0.010

(0.064) (0.123) (0.110)

 学生
0.078 0.258 -0.427***

(0.093) (0.348) (0.150)

 失业
0.119 0.437 -0.260

(0.091) (0.418) (0.238)

自评健康(基准:非常差/较差)

 一般
0.116 0.034 -0.060

(0.077) (0.150) (0.510)

 非常好/较好
0.082 -0.076 -0.257

(0.077) (0.152) (0.506)

生活满意度
-0.121*** -0.148*** -0.105***

(0.010) (0.025) (0.025)

家庭收入阶层
-0.060*** -0.080*** -0.171***

(0.011) (0.016) (0.026)

宏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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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变量
中国 日本 韩国

基尼系数
0.030*** -5.099*** -0.246***

(0.003) (0.884) (0.019)

人均GDP(取对数)
-0.061** — —

(0.029) — —

失业率
0.566*** — —

(0.031) — —

跨水平交互项

家庭收入阶层×基尼系数
0.002** 0.152 -0.171***

(0.001) (0.297) (0.026)

时间趋势
0.026 — —

(0.027) — —

对数似然值 -25121.1 -5020.8 -5731.0

样本量 9313 1939 2303

AIC 50316.2 10109.6 11529.9

BIC 50580.4 10299.0 11725.1
注:(1)***p<0.01,**p<0.05,*p<0.1; (2)AIC、BIC分别代表赤池信息准则 (akaikeinformationcriterion,

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 (bayesianinformationcriterion,BIC),两个信息准则参数值越小代表模型拟合越好。(3)中国样本包括
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地区及中国台湾地区。

资料来源:根据IVS综合价值观调查2005—2009年、2017—2020年两期数据计算得到。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综合价值观调查数据,通过多层广

义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探讨影响福利态度的体

制效应及传导作用,并把研究范围扩展到中国,
研究有以下发现:

第一,在控制了一系列宏观、微观主要变量

后,福利态度在社会民主主义、保守主义、自由

主义及东亚福利体制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不同于

以往研究的预期模式,相较于社会民主主义体制

国家,东亚福利体制及保守主义体制国家和地区

的民众更加支持收入再分配均等化,并认为政府

应当承担责任,这其中个体差异明显。尽管福利

体制的差异会随福利国家改革进程的深入逐渐减

弱,其仍然是福利态度差异形成背后的原因。第

二,遮掩效应检验表明,受性别平等观的影响,
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强化效应被大大削弱,不

能否定福利体制与福利态度之间可能存在价值规

范机制。第三,调节效应检验表明,福利体制的

影响会在不同贫富水平地区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与以往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同,收入阶层对不同福

利体制与福利态度间的调节效应并不统一。相对

于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保守主义体制下高收入阶

层群体更不支持再分配和政府责任,而东亚福利

体制的高收入群体则相反。此外,地区贫富差距

在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影响上起到了显著的抑

制作用。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和地区,福利体制

间的差异对个体的福利态度影响越小。更进一

步,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越高,高低收入阶层间

的福利态度就越分化。第四,相较于西方国家,
东亚国家和地区具有相似的儒家文化传统,强

调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家庭、个人与市场参与

福利供给,并通过社会保险制度为社会成员提

供福利。我国的福利态度受性别、年龄、生活

满意度以及收入阶层等微观因素影响,同时也

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失业情况的环境影响,
与东亚福利体制国家和地区民众的福利态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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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似性。
在探究福利体制如何影响福利态度问题上,

本文基于21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分析为福利体

制效应的验证提供了支持:不同福利体制间民众

的福利态度确实存在显著差异,但不存在明确的

对应关系。以性别平等观为中介因素的价值规范

机制并未得到数据统计上的验证。究其原因,可

能与性别平等观只表现出平等观念的一部分有

关,其代表性受到数据限制。不过,社会不平等

会分化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态度、降低福利体制

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因此制定福利政策应考虑当

前不平等水平并以缩小贫富差距为目标。在理论

层面,本文基于福利态度研究的最新进展,透过

价值规范对不同福利体制下个体福利态度形成过

程加以讨论,加强了对福利国家转型情境下福利

态度影响因素的多元理解。同时,在实践层面,
本文揭示了福利态度的体制效应及传导作用,全

面理解福利态度的同时,有利于制定更有效的社

会政策,满足不同体制下人们的福利诉求,维持

政策效果的稳定和可持续。
今后,可以在两个方面进行拓展研究:一

是挖掘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影响方式和不同

机制,建立更全面的传导路径;二是如何结合

各国和地区民众的福利态度特征,制定更适合

国情的社会政策,以应对更加复杂的风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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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oWelfareRegimesInfluenceWelfareAttitudes?
—AnalysisontheRegimeEffectand
TransmissionofWelfareRegimesfrom

aGlobalPerspective

SHENBingqing,LINMingang

【Abstract】Welfareattitudesarethe“barometer”ofsocialpolicy.Sincetheendofthe1990s,a
waveofsocialpolicyreformhasbeensweepingtheworld.Inthiscontext,thispaperfocusesonhow
welfareregimesinfluencewelfareattitudes.BasedontheIntegratedValuesSurveysfrom2005 2009
and2017 2020,thispaperaimstouncovertheeffectandtransmissionoftypicalwelfareregimesby
constructingamultilevelgeneralizedstructuralequationmodel.Thefindingsareasfollows:First,

withaseriesofcontrolledmacroandmicrofactors,differentwelfareregimesleadtothedifferences
inpeople􀆳swelfareattitudes.Second,genderequalityplaysasuppressingorevenreplacingrolein
theinfluenceofwelfareregimesonwelfareattitudes.Third,thereinforcementeffectofwelfarere-
gimesisheterogeneousamongdifferentclassesofhumans,andismoreobviousincountriesorre-
gionswithasmallgapbetweenrichandpoor.Fourth,thewelfareattitudesoftheChinesearesimi-
lartothoseofpeopleinthecountriesandregionsofEastAsianwelfare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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